金松岑女权思想述论
沈  潜
确切地说，中国近代完整意义上的妇女解放思潮，启端于戊戌前后维新志士的积极张扬，狂飙突进于辛亥时期民主革命派的大力宣传。在这股日益高涨的热潮中，活跃于晚清文坛的吴中作家金松岑（1874—1947年），在他早期从事文学创作、译介的同时，曾以灼烈的热情放眼于女界启蒙，宣扬女权革命，写下了不少诗文篇章，特别是1903年出版论著《女界钟》，更以鲜明而独特的时代色泽，系统阐述了呼唤女子主体意识觉醒的主张，被时人誉称为中国“女界之卢骚”［1］而名重一时。本文试就金松岑女权思想的若干问题略作述评，也为近代文学史稍作补缀。
一
    金松岑，又名天羽，号鹤望，笔名麒麟、爱自由者、天放楼主人等，江苏吴江人。

    金松岑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转折的重要时期。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相继爆发，前者中国“不败而败”，后者亦以惨败告终。面临列强虎视鹰瞵，瓜分之祸日迫的危急局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朝野内外的部分有识之士，为甲午丧师割地、国运垂危的冲击震惊，深感“中国文化需要一次除旧更新的大改革，更看透了故步自封不足以救国，而研究西洋文化实为匡时治国之要图”。［2］于是，旨在推动政治变革的维新思潮随之应运而生，并迅速推向全国，昭示了为以往洋务事业所不及的思想新动向，标志着一个新旧时代历史转型期的到来。社会思潮的变迁，不能不邀荡人们的心灵。金松岑就是为时代感召而涌现的过渡型的知识分子之一。

    有材料可证，金松岑早年便萌发了经世爱国，匡济天下的志向。青年时代，他即以心志系于社会改革的思索。1989年任南菁书院学长时，因受戊戌前后社会现实的刺激，他曾潜心研究过西北边疆史地。1898年春，金松岑与同乡陈去病组织“雪耻学会”，研究新学，逐渐萌发种族革命观念。1900年后民主革命思潮的广泛传播，推动了金松岑明确转向于革命民主主义。1903年，他参加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与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在沪志士时相过从，交谊笃深，深受民主思想的熏陶。这些组织有鉴于国势日蹩的政治现状，以文字鼓吹革命，主张无论男女，一律平等，“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3］。金松岑侧身其间，颇得个中启发。“苏报”案发，他回到乡里，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创办同川学堂和明华女学堂，主持学校教育。同年，金松岑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可以看出，沪上与家乡的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对他女权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与同时代的其他有志者一样，金松岑有感于救亡图存的紧迫，很早就将视野投向异域新思潮，采撷西学，移入华土。甲午战后，他痛感“国民之积弱”，译介《摩哈麦德传》［4］，以此激励民心。1903年，他翻译了日本宫崎滔天所著关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事迹的《三十三年落花梦》。1904年还译介了俄国虚无党史

的《自由血》。这些译作，如鲁迅《域外小说集·序》中所称，“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所在”。金松岑在汲引外来新潮的过程中，高唱“民约服卢梭，强权伟斯宾；潜心观天演，愿从达尔文”（《今怀》），成为晚清译界重要一员。友人说他“九流百氏浮屠之籍，欧西诸哲之书，披析钻研，审度嵇贯”［5］，对中西文化的博采，无疑拓展了他的眼界，活跃了他的思路，丰富了自身早期思想性格的意蕴。1903年，金松岑发表著名的《国民新灵魂》， 阐明陶铸国魂的时代意义， 高呼“中国魂兮归来乎!”［6］由上述著译的若干活动，我们不难发现，金松岑有着以文学改造社会和“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的立足点、审视点，以此召唤近代国民精神的发扬，民族意识的觉醒。他对女权问题的重视，与此不无关系。

应该说，金松岑的女权思想，既继承了前辈——维新派先行者的努力，更与正在兴起的革命思想相呼应，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主救亡运动日趋高涨下的产物，并直接受益于当时东南沿海（以上海为中心）民主热潮的激荡。《女界钟》一书就是在国内思想文化界演变过程最激昂澎湃的1903年前夕写成并问世。作者对妇女解放问题的热切关注，也正基于他爱国、民主、革命的热情，基于他讲求经世致用的时代意识。金松岑在女权革命方面的系列论述，蕴涵着他对于民族命运的深沉忧患和敏锐思考，不失为辛亥历史舞台上对革命的一份丰厚献礼，成为二十世纪初期民主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金松岑倡导女权的思想言论，主要集中表现于《女界钟》一书，另有不少文字散见于《女子世界》、《民权报》和《大共和日报》等。纵观他批判封建女子道德、宣传女子解放的系列见解，大致可分三个逐级深化的层次。

第1、 抨击封建陋习，倡言男女平等。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妇女如同入地狱一般倍受种种封建恶习的苦难。金松岑对此作过淋漓的揭露，他列举了女子深受缠足、装饰、迷信和拘束的毒害，以缠足和装饰为突破口予以猛烈的抨击。他指出：“非洲妇女之压首，西洋女子之束腰，已为酷异，然未尝如吾中国缠足之甚者也”，描述了因缠足造成“宛转呼号，求死不得，血肉秽臭，肢体摧残”的惨状，以此立足于世界范围加以批判，强烈呼吁禁止女子缠足，认为只有“脱压制者先去束缚，天全神完则种强，种强则国兴”，这与时人提倡放足为“独立之起足，强种之根源”的主张相默契。与此同时，他对女子过分注重涂脂抹粉，著靡丽衣服、穿耳盘髻等装饰提出了规劝和批评，强调贵在自然，革除装饰恶俗，否则，“安有余暇以攻书史，谈天下事?”在民国初年所写《女界箴》中，金松岑仍就装饰问题要求女子正确对待［7］。

    针对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他首先从生理特征的角度阐明男女在智能上各有所长，并无轩轾；并以古今中外女中豪杰成才为例证，驳斥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由此击碎套在广大女子身上沉重的封建礼教枷锁。紧接着，他以犀利的笔调，对于形成男尊女卑的历史根源作了揭示。推其原因，他指出这是历史上逐步形成的，“半自野蛮时代圣贤之垂训，半由专制世界君主之立法使然。”为此，他要求女子“自出手腕并死力以争已失之权利，不得则宁牺牲平和，以进于激烈之现象”，呼吁女权革命，喊出了时代的声音。为达到男女平等，金松岑进而提出了女子应该享有的六种权利，也即入学、交友、营业、掌管财产、出入自由

和婚姻自由等，以此探寻正确解决妇女问题的理论依据。这些权利的获致，如时人阐释“有学问而后有知识，有交际而后有社会，有经营而后有生利，有出入自由而后去种种束缚、得种种之运动。”［8］值得注意的是，金松岑注意到了妇女受压迫的经济根源，认为应与男子享有同等经济权，才不至于“无权利故不能营业，不能营业故依赖而无独立性”，才能避免“分利不生利”的不合理现象。这就相当敏锐地触及到了解放女子劳动力的问题，置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认识高度加以考察。由此推致的结论是，要改变女子的奴隶地位，只有以经济独立为前提。

    第二、振兴女学，伸张女权。

    基于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极大热情，金松岑反复强调普及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他直言不讳地痛斥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奴化教育，指出中国的旧式教育旨在培养奴隶根性，绝其自立思想，而女子则是“奴之奴”，毫无教育可言。他认为：

    “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女子世界》发刊词）
    在金松岑看来，女子占国民人口的一半，重视女子教育就象一个人的身体，“其左部不仁，则右部亦随之而废”，只有革新教育，普及女学，以教育新法启迪女界的自觉意识，提高女子自身素质，才有可能担负起应尽的国民义务，争取到自由独立的权利。对于专制教育的种种奴界情状，他有一段痛切的陈述，所谓：

    “奴于财，奴于衣食住，奴于玩好，奴于社会种种风俗，奴于登科及第、升官发财、诰封敕命，奴于君，奴于相，奴于圣贤英雄豪杰、大儿文周孔、孙儿张程朱，以及其他野蛮时代点鬼薄上之人物”。

    锋芒所指，切中要害。所以，他力求振兴女学，使广大妇女在教育中增长知识，认识到自身职责，以利于招复女魂，改铸人格，伸张女权。不仅如此，为推动女子教育的切实开展，金松岑对新式女学作了具体设想：倡建三年制女子师范学校，配以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外语、伦理学、心理学、哲学、测绘、体操、美术和音乐等多种课程设置；鼓励部分女子留学海外，走向世界；组织女界团体，如女子教育会、妇女谈话会、实业试验会、美术学会、女子运动会、女学生同盟会、预备议政会，为女子提供社会教育、培训活动的场所，用以锻炼其参政能力，开通妇女社会。同时，他详列目标培养的八条标准：（1）高尚纯洁，完全天赋；（2）摆脱压制、自由自在；（3）思想发达，具有男性；（4）改造风气，女界先觉；（5）体质强壮，诞育健儿；（6）德性纯粹，模范国民；（7）热心公德，悲悯众生；（8）坚贞激烈，提倡革命。这些认识，是以维新人士只求“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9］的女学主张所远不能及的。时人高呼“同胞乎?女子乎?欲革国命，先革家命；欲革家命，还请先革一身之命”［10］。金松岑正是做了先行者的论证。他甚至于不无偏执地指出：

    “吾今日为中国计，舍振兴女学，提倡女权之外，其何以哉?谓二十世纪中国之世界，女子之世界，亦何不可?!”［11］
这是颇能鼓舞女界，振奋人心的愿望。

    第三，力主女子参政，呼唤主体精神。

    女子参政，是对女性价值的评价参数，是衡量其政治地位的一个重要尺度。

    金松岑明确认为，二十世纪女权问题即是议政问题，女子参政是不可避免的时代课题。他大声疾呼“女界风潮，盘涡东下，身无彩凤，突飞有期”，要求女子冲破旧社会、旧家庭的种种束缚，主动参与政治，以此进一步启蒙女子的政治觉悟，使她们养成独立心，树立独立不羁的精神。他恳切地寄望于女界中人“冲天而一起，则吾言或不虚发”。

    当然，由于专制时代纲常名教的积染太深，根除不易，金松岑已充分认识到女子参政并非指日可待，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逐步推进的历程。这在他1913年所写《女子参政权之平议》中可以窥见个中消息，他申明：

    “不佞于十年前著《女界钟》四万言，言满东南矣。不佞固主张平权说之一人，故于女子参政权，绝对不排斥。惟私心款款实本于女学为前提，而以女子计职业为之后盾。”［12］
这里，他认为女子参政必须以“学问与职业二者”“养实力”。只有这样，“付以公权，必能行使矣”。［13］而在他早期的《女界钟》里，金松岑曾更慷慨地宣称：    
“吾愿贡文明之花圈，张独立自由平等三色之徽帜，以祝我中国女权之万岁也。吾更愿异日中国女子积其道德、学问、名誉、资格而得举大统领之职也。”

希望女子投身于政治运动中。

    “爱自由，尊平权，男女共和，以制造新国民为起点，以组织新政府为终局。”旨在唤起女性自我价值意识的萌生和主体精神的张扬。所以，他由衷感言：

“二十世纪新中国新政府，不握于女子之手，吾死不暝”。
若稍加比较，虽然其后期主张略显平和，少了激进，但心迹所望，前后并无二致。

难能可贵的是，面对数千年传统伦理规范、道德意识和行为模式，金松岑已朦胧地把妇女问题归结到女子独立人格和价值层次加以审视，触动了女性封闭性心理意识的深层结构。
三
    “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矣”。［14］
    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自始至终交织着救亡和启蒙的时代主题，伴随西学东渐的进程，近代社会新陈代谢急剧嬗变。知识界敏感的先觉者以急不可待的政治使命感奔走呼号：“我国民置于地球激湍盘涡最剧烈之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苟不自新，何以获存?”［15］经过多番浪涛冲击，几多风雨洗礼，到二十世纪初， 民主革命思潮如巨浪拍岸，荡人心魂， 成为时代最强音。 “应时而响”［16］的《女界钟》即于世纪初诞生，不失为1903年民主革命思潮的界标之一。金松岑以“爱自由者”自居，发扬蹈厉，著书立说。综上所述女权思想，其可贵之处就在于独标“民权与女权如蝉联跗萼而生，不可遏抑”的主张，“以革命为实行，以共和为目的”，将兴女权自觉地纳入日益蓬勃的民主革命运动中，以期触动女性心理意识的深层变革，唤起她们冲出家庭，走向社会，投入革命实践中去。这对于启蒙女界争取参政议政，激荡女界觉醒，促进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行程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这个层次，是维新派不能亦不愿企及的。如果将它与当时无政府主义者所倡导的女权论横向观照，那么我们不难发现，两者殊途而同归，即在于前者从民权角度而后者以无政府主义为基点，旨归都是通过各自的途径寻求妇女解放的命题，而前者更转达了紧迫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政治需要。金松岑热情讴歌：

    “女权万岁，同胞万岁，中国亦万岁!”

其情跃然纸上，其言直抒胸臆。

    洋洋四万言的《女界钟》以它震耳发聩之声，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舆论界产生了有力的启蒙效应，诚如柳亚子喻之为“女界黑暗狱之光线，女界革命军之前驱，女界爆裂丸之引电，”［17］说它把女权革命和种族革命冶于一炉，文笔优美，宗旨激烈，是一部很大胆又很富于情感的著作（《五十七年》）。当时的知识界清醒认识到：“世纪风尘，盘涡东下，漫漫长夜，渐露光明。女权女权之声，始发现于中国人之耳膜，女界怪杰方发愤兴起以图之，而同胞志士亦祛负心溽，深同病之怜，著书立说，鼓吹一世，欲恢复私权，渐近而开参预政治之幕。”［18］金松岑正是顺其风潮乘其时势，为女界革命军的崛起放情高歌，摇旗呐喊。他曾如饥似渴地一度浸淫于西方进化论、民约论等社会政治学说中，为汩汩东来的新潮而欢欣鼓舞，但起视神州，深长悲歌。于是，在“吾国民曷归乎来”的阵阵呼声中将视线转向女界，“娶妻当如韦露碧，生儿当生玛志尼。得听雄鸡三唱晓，我侬身在法兰西。”（《陈君去病归自日本，感事因作》）号召女界扬革命彩旗，持雷霆威力，破帘阁迷梦，脱奴隶根性，铸国民女魂，敲响了女权革命的警钟。时人

读《女界钟》而惊叹“大声撞破深闺梦，盲雾冲开映日辉。”［19］《女子世界》有署名“嘂旦”所写一诗，更给予了高度评价：

    “女界沉沉黑暗中，光明一线倩君通。凿开混沌慈悲愿，佛力无边大大同。璀璨庄亚救世文，一枝铁笔扫妖氛。钟声撞到铿然处，震起婚烟革命军。重男轻女判卑尊，提倡平权有几人?愿代同胞二万万，买丝绣出自由神。”［20］
    如前所论，金松岑主张女子要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争取社会平等权利，不仅仅囿于女性自然形体与生理意义，更将思路伸入到心理和观念意义上的内涵，蕴涵了女性摆脱传统封建伦理道德束缚而获得精神上的解放，这是作为社会意义上的解放。曾为马克思、恩格斯多次称引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精辟地说过：“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21］金松岑要求女子摆脱人格上的奴隶境地，成为自觉的独立个体。唯有女界具备了明确的自我意识，确认个体价值的存在，社会才能获得更完整意义上的觉醒，从而把妇女解放问题提到了伦理反思的深层次。它所昭示的文化内涵，不能不是稍后含蕴更深广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发展的前提。后来的陈独秀断然意识到：“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曰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22］从而使“五四”在整体上获得了一个新的观点，反映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趋向。

    可以认为，生当辛亥时期的一批有识者，处在历史蜕变时，对民族传统文化整体付诸了一系列理论反思，不同程度地突破了维新派的旧有统系，除旧布新，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启蒙色泽，获致了新的近代意识，以此构成了当时思想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回溯历史，辛亥时期的妇女解放言论，正反映了思想界对传统伦理核心层的激越思考，预示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一种有别于传统政治文化观的新路向。金松岑亦恰恰以敏感的洞察力，基于先驱者提供的思想资料，汲取外来新潮，感应时代变迁，以激情的理性批判精神步入启蒙运动的战斗行列，赢得了新的思想台阶，成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上别具卓识的理论前导。“女界之卢骚”，洵非溢美之词。当然，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格局，现实环境、时代课题以及文化人传统负载、内在规范定势，凡此种种，投射于启蒙者心路历程，难免有所局限，瑕瑜并存，在中西文化冲突交融中呈现了新旧杂陈、难解纠结的特色，或趋时更新，或回归复旧，或游离彷徨，成为困扰近代文化人心态的悖论。即以金松岑而言，透过他女权思想的进步性，仍夹杂了不少受历史文化传统制约下的封建伦理痕迹。对此我们不必讳言，也无意苛求。应该承认，金松岑重视女权运动，倡导女权革命是一腔热血，始终如一的。鲁迅曾深刻体会到“一切事物，在转变中，也总有多少中间物”，他认为：“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

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23］这里的“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否适合于金松岑?亦同样是否适合于那些为探索近代中国的新路而前仆后继、艰难跋涉的救亡志士、启蒙先驱?

“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衡量”。［24］当前，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历史性地检讨近代妇女解放思潮的进程，金松岑的女权思想仍然可以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女界对此必须具有清醒的主体意识，并作出应有的时代选择，这是历史赋予新时代女性的神圣使命。
     注：

    ［1］ 林宗素《女界钟》序（上海大同书局1903年版）。以下凡未注出处的引文均据《女界钟》一书。

    ［2］ 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第158页。

    ［3］ 《中国教育会章程》，见《选报》第21期（上海图书馆藏）。

    ［4］ 金松岑《天放楼文言》卷3摩哈麦德传自序。

    ［5］ 徐震《天放楼文言》序。

    ［6］ 见《江苏》1903年第8期。

    ［7］ 《民权报》1912.4.15（北京图书馆藏）。

    ［8］［10］［18］ 分别见于《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28—929，928，934页。［14］见于第1卷上册第71页。

［9］ 梁启超《倡设女学书》，见《饮冰室文集》（2）第19页。
［11］ 《女子世界》（丁初我主编）第1期（1904.1.17）（常熟图书馆石梅古籍部藏）。
［12］［13］ 《大同和日报》1913.6.14（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15］ 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
［16］［17］ 柳亚子《女界钟》后叙。
［19］［20］ 分别见于《女子世界》第4—5期（1905年）、第3期（1904年）。
［21］［24］ 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第250页，卷32第571页。
［22］ 《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87年版）第41页。
［23］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81年版）第1卷第286页。
